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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学及周边： 

由传统浙学而现代浙学的不同观照 

钱茂伟 施琪航
1
 

【摘 要】：浙学是一个历史性嬗变的概念。传统的浙学，实际上是学问之学；今日所谓浙学，实际上是学科之

学。就浙学史研究来看，20 世纪以前的浙学称为“传统浙学”，20 世纪以后称为“现代浙学”。由此，观照浙学

与周边关系的方式也不同。简单地说，传统浙学是儒学类型之间的联系。20世纪以来，则是现代中国学术之间的联

系。由浙江籍史家董朴垞的学术经历，可以一窥现代浙学研究的面貌。只有活跃于全国性学术舞台，才能成为高水

平的学人。 

【关键词】：传统浙学 现代浙学 董朴垞 

基金项目：2018 年度宁波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“阳明心学与浙东文化研究”(YMXW18-6)阶段成果。 

浙学，是一个历史性嬗变的概念。很长时间，无法说清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之分。现在看来，前者是学问之学，后者是学

科之学。就浙学历程及其类型来看，以 20世纪为界，至少可分为前后两段，20世纪以前为“传统浙学”，20世纪以后为“现代

浙学”。有鉴于此，何谓浙学，浙学及周边的研究，拟分为传统浙学与现代浙学两大阶段来思考。 

一、传统浙学：由学问之学而学科之学 

1.浙学即浙东之学 

自秦汉以后，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，儒学是主导性学术，所以传统中国学术的主体是儒学。全国各地的学人，进入统一

的学术文化圈，其治学大范围不出儒学。所不同的是，全国各地的学人表现不同、成绩不同、特点不同而已。中国是一个超大

型文明国家，各地接受儒学的程度与反映不同，会有地域化的差别现象。由于空间不同，各地学人在理解儒学时，会有不同的

地域色彩，这就是儒学的地域化。传统浙学，要从儒学的传播入手来思考。儒学向南方传播，进入浙江区域，形成浙学。浙学，

当然也是全国之学、时代之学，不是什么独门工夫，只是有浙江特色而已，可称为“浙地儒学”。 

早在南宋时代，朱熹就提炼出“浙学”一词，并被元代的学者所沿用。此处的“浙”，是“两浙路”的简称，“学”则是指

儒学。所以，当时所谓“浙学”，本质应是“浙江儒学”，浙学就是浙江儒学。1不过，考察浙江省概念的形成过程，这个解释是

要修正的。在唐宋“道”、“路”时代，浙江分属两大行政区，是两地人。浙，作为空间概念仅是范围，我们的关注重点显然是

学人。人是学术的主体，主体是浙籍学人，是浙地学人群体成果研究。就学术来看，浙人当然是浙籍学人。浙学是一个学术概

念，是优秀浙江学人之学。浙学，相当浙籍学术团队，浙学是浙江学人做出的学问体系。南宋以后，南方是儒学发展的中心，

所以南方儒学地域化更明显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浙江学人的表现十分优秀，于是浙学受人重视。南宋时代，浙西路学术不发达，

只有浙东路学术发达，所以，朱熹所指的“浙学”是浙东之学，故有时也称为“浙中”，具体地说，就是吕祖谦、陈亮、叶适诸

学。元以后，才进入实体的行省时代。当时江浙合一，称为江浙行省。明以后，进入统一的浙江布政使司，不再划分为东西两

大块。清以后，正式称为浙江省。明朝人将本朝的王阳明之学称为“浙宗”或“浙学”，仍是浙东之学。进入清朝，黄宗羲用“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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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学派”，章学诚用“浙东学术”，进一步明确化了“浙”即“浙东”。虽然，进入元明清以后，仍将浙江再划分浙东与浙西，有

牵强之感，是学人的复古用法。20世纪以来，“浙学”才逐步扩大范围，涵盖全省。近几年，涵盖全省的“浙学”，才逐步抬头。

总之，浙学，一开始就是“浙东之学”，也称为“浙中之学”，没有“全浙江之学”意思。今日所用“浙学”，内涵与外延明显扩

大了。 

2.传统浙学及研究经历了类型的嬗变 

在浙学或传统的浙东学派研究中，相当长时间内一直存在概念与系谱争议。金毓黻《中国史学史》认为清代浙东史学派与

南宋浙东学派间没有关联性。言外之意，明代阳明心学不在此系谱之内。上世纪 90年代以来，浙江学人不管此种争议，编纂出

了王凤贤、丁国顺《浙东学派研究》或管敏义主编的《浙东学术史》，似乎平息了这场挑战。最近又有学者抛出话题，东汉的王

充不属浙学。浙学作为学派，始于南宋吕祖谦。此议影响虽不大，但有必要加以辨析。何以会有这种争论呢？这里的关键是没

有区分“浙学”概念的类型与研究方式的转变。 

一方面是传统儒学类型的转型。学，当然是学问或学术，此间的学术是学人做出来的学术成果。学问之学是个特指概念，

是某朝的某种学问或学派。黄宗羲等人所说的“学术”，则是指知识体系。黄宗羲等人所说的“学派”，是指学脉（学术传承），

而不是指学术群体。不同时代，学问不同，所以表现不同，有不同的特色。传统儒学，可粗分为汉学与宋学两大类型。汉学风

格不同宋学，这正是王充不为宋元人提及的原因所在。 

另一方面是浙学研究方式的转型。进入 20世纪，浙学概念实际上实现了转型，由学问之学转而学科之学，学者们开始采用

现代知识体系来考察浙江传统儒学发展史。今人所谓“浙学”，实际上是学科之“学”。学科之学是现代学术概念，在此视野下，

浙学是学术专史。学术史意义上的浙学，实际上是“浙学史”，就是“浙地儒学史”，它是通贯浙江古今的学问或学派史。浙学

史之所以能成立，值得后人大书特书，是因为串联不同朝代学人的内在逻辑是时空框架、浙地儒学两大要素。朱仲玉认为：“以

地望为纽带联结不同时代学者的学术派别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：一是学派中人必须都生于这一地区；二是学派中人必须具有大

致相同的学术特色。”(2)这里强调了籍贯与学术特色两条标准，学术特色就是“浙江特色儒学”。除了时空框架、浙地儒学外，更

重要的是有基本的学术精神。浙东学术的精神是什么？不同时期以来，学者们作出过种种概括。近年比较流行的是创新或原创

说，这样的表达基本准确。从今天来看浙学，浙学的基本精神是来自民间的、代表进步方向的学说。从国家思想与民间学术参

照系数来看，浙学基本是一种民间学术思想，表现出民间学术的活跃性与先进性，不同时代的浙东学人，往往以救偏面目出现。

儒学在中国两次成为国家思想，一是西汉时期，一是宋朝时期。而东汉与明朝，则是儒学作为国家思想的僵化时期，而浙江学

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救偏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。从王充到吕祖谦，从杨简至王阳明，从刘宗周到黄宗羲，由全祖望到章学诚，

甚至章太炎、蔡元培，浙东学术的魅力就在于它时常是处于时代最前沿位置的。在汉学时代，它批汉学。在宋学时代，它批宋

学。可以说，它是儒学革新者，是汉学的革新者，是宋学的革新者。浙东学派，是中国的浙东学派。一部中国学术史，离开了

浙东学派，会大为逊色。在近代进化论思维指导下，浙东学术研究魅力一直四射，长盛不衰。学问之学，代不相同，有断裂，

有传承。如此，浙江前后学人或学派间是否有内在学脉传承关系并不重要，王充有没有直接影响南宋吕祖谦、陈亮、叶适诸人，

不是核心考量因素。前述争议的产生，正是因为将学科意义上的“浙学”当作了学问意义上的“浙学”。学科之学，则可以通过

时空框架、浙地儒学、基本精神三大要素，将浙江历代学人或学派串联成一个知识谱系。如此，由学问之学至学科之学，浙学

的定义与内涵已经实现了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。 

用近代专题知识史眼光打量浙东之学，始于 1993年出版的《浙东学术史》。此前的何炳松的《浙东学派溯源》，书名“浙东

学派”，但正文混用，或称“浙东学术”，或称“浙东学派”。这不奇怪，章学诚所谓“浙东学术”，实际上即“浙东学派”。王凤

贤《浙东学派研究》接续了何炳松的精神，重在“浙东学派”谱系建构。管敏义主编的《浙东学术史》，一开始使用的就是学术

史概念，这是第一部用近代学术史概念建构浙东学人谱系之作，它的贡献在于较早地引进了汉唐浙东学术与晚清学术二章，在

原来宋迄清代前期浙东学派谱系建构基础上，作了前后的延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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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，浙江学者越来越深入地讨论“浙学”及相关问题。有些学者采用了何炳松的观点，主张用“浙东

学术”这个概念来表示“浙江地区的学术思想”。我们知道，历史上以钱塘江为界，浙江被分为“浙东”和“浙西”两大区域。

今天的浙江省会杭州，就位于传统上所说的“浙西”地区。如果用“浙东学术”来表示“浙江地区的学术思想”，那么给人的印

象是，今日浙江的文化中心杭州就被排斥在“浙江地区的学术思想”之外了。在此背景下，吴光等学者主张用历史上早就出现

过的“浙学”概念来表示“浙江地区的学术文化”，或者说是“浙江特色的学术传统”。根据这样的观点，东汉的王充自然应当

被列入“浙学”系统。也就是说，在“浙东”概念没有形成的东汉时代，作为类型而不是学术史视野下的王充是不会受到关注

的。 

近年来，随着学术界对浙江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，“浙学”的概念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。有学者甚至将越文化、史前

时代的河姆渡文化也纳入“浙学”的范畴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些学者坚持认为，“浙学”就是传统的“浙东学派”。他们主张，“浙

学”是“作为一个学派、一种学术思潮的面貌出现的”。据此标准，“浙学真正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，是从南宋吕祖谦开始的”
(3)。这样，东汉的王充就不应当列入“浙学”，因为“王充是充当了反儒的角色，南宋的理学家无不将他当作‘异端’看，怎么

可能和他有传承关系？”至于越文化、河姆渡文化，更不能算作“浙学”，因为它们“跟孔、孟儒学更扯不上边”。 

那么，如何看待上述争论呢？我认为，作为儒学学派的“浙学”，确实崛起于南宋；但学术史意义上的“浙学”，早在东汉

就已经显露。汉唐时期，学在国家，学在家族，没有书院这样的民间教育与学术机构，不可能出现宋以后那样的学派竞争态势。

王充既然是由浙江大地养育出来的学子，那么，他理应纳入“浙学”的谱系。而且，对于浙江的学术文化，不同的时代有着不

同的认知。中国儒学经历了汉与宋两大阶段的剧变，宋学显然不同于汉学；21 世纪的浙江学术文化，更不同于古代。我们不能

拿前人的认知，当作今人的认知。我们在构建当代浙江学术谱系时，更要放宽视野，不能局限于古人所打造的桎梏，否则就会

作茧自缚。 

简言之，就类型来说，王充无法列入浙学，但就学术史研究来说，王充必须列入。 

3.传统浙学及周边的观照 

明确了传统浙学的时空与类型，就可以思考浙学及周边问题了。浙学及周边，可以是一个空间概念，也可以是一个学问类

型概念。前者是一种区域横向研究，讨论的是不同区域的互相学习问题，浙学是在什么环境下发展的，又是如何影响周边学术

的。浙学及周边，有两种联结关系，一是浙学对周边区域学术的影响，二是周边学术是如何影响浙学发展的，或浙学是如何从

周边学术中获得营养成份的。后者关注的是学问类型间的影响，儒、道、佛三教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。 

学人的成长，总离不开教育平台。古今成才平台条件稍异，早期的两汉是太学，中期的魏晋南北朝是家学，宋以后是官学(太

学、府学、县学)，辅以书院。宋以后，能考上进士，得以到全国其他地方，是成才的一个因素。明清时代，到外地工作的士绅，

最终都会回归故乡。至于没有机会外出的学人，只能在浙江各地小空间活动。统一的儒学教育平台，让他们的学问保持了儒学

的全国统一性。同时，超大型国家又使之保持了一定的区域特性。有机会在大一统国家多地活动，学术就有机会扩大影响面。

人走到哪，学术就影响到哪。 

在东汉时代，王充的成才受到了洛阳太学的影响，也受到了淮南学人桓谭的影响。由于王充的活动空间不大，所以当时的

实际影响有限。在南朝、隋间，天台宗的形成，是外地和尚智顗到浙江后生成的。天台宗后来还传播到了日本。南宋是特殊时

段，当时首都在杭州，浙江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区，于是各地学人在浙江的交流也特别频繁。浙学的崛起，不是简单的地区交

流，而是文化向首都区集聚的结果。元明清以后，全国政治中心重新北移。不过，由于民间重视教育，浙江仍保持了文化上的

优势，出进士率居全国之首，知名学人的数量之多。阳明心学的形成，是阳明到贵州龙场驿反思后形成的。阳明到处讲学，故

阳明心学在浙江、江西、贵州影响尤大。从王充至阳明，总的趋势是浙江学人的影响面在逐步扩大。由此说明，要实现学术的

扩大，需要到不同地区讲学，在不同地区建立书院。否则，在古代中国，空间的限制是无法突破的。清代以后，浙东学人与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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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地方的交流更为频繁。章学诚虽是绍兴人，但随父亲宦居于外，一直在北方的湖北、顺天府、河南、安徽、河北、江苏等地

活动，直到晚年才回到绍兴。邵晋涵一直在北京的朝廷任职，最后卒于北京。用今日工作户口在地化思维来理解，邵晋涵应是

北京人了。可见，传统浙学史的建构，完全遵循的是浙籍学人谱系原则。 

二、现代浙学：浙籍、浙地的学术建构 

传统的浙东学派研究，研究对象偏重学派，章学诚以后，浙东学派已经衰弱，所以往往讲到清中叶就停顿了。《浙东学术史》

根据学术专史理念，首次将晚清徐时栋诸人引入，一直讲到黄以周、孙诒让，这是一大突破。今日治浙学，根据学术专史理念，

显然要进一步往下延伸，甚至可以延及当代，称为现代浙学或当代浙学。 

1.现代浙学的特点 

20 世纪以来还有浙学吗？还能以浙江地域为中心建构学术谱系加以专题研究吗？可以肯定的是，传统浙学不再，但现代浙

学仍在。有与没有，关键是看秉持的标准。如果承认浙学是浙籍学人之学，是建构起来的学术史，则肯定仍有浙学。不过，现

代浙学会有不同于传统的特点： 

一则教育与学术类型的不同。民国以后，中国学术嬗变，向近代转型，更强调专业化。浙学由科举教育而科学教育，类型

也会不同。儒学是综合性人文之学，科学是问题之学，是专题建构之学。 

二则空间分布的不同。民国以来，中国学术面临空间发展状况的不同。进入 20世纪，大一统国家的人才集聚效应更明确，

一是向城市集聚，尤其是大都市。二是向高校研究院集聚，尤其是著名高校研究院。用学术地图眼光来分析学人出生与居住的

地域性，是一个有趣的话题。 

区域等级化。20 世纪以来，村向镇集中，镇向县集中，县向省集中。从全国来说，学者集中于北京与上海两大直辖市，浙

江沦为次级区域。不参与全国学术交流活动，难以成为最优秀的人才。即使在浙江，杭州与宁波、金华、温州、湖州等地也有

不同。 

城市中心化。人才集中化，从乡村集中于城市。文化人多数在城市中，不再在乡村。城市与城市间发展水平也不同，小城

市不如大都市，非省会城市不如省会城市。 

教育的等级化。为什么某地盛产读书人，但又都在外面发展的？这与中国的大学体制有关。现代大学面向全国招生，好大

学都在好城市，结果各地人才培养以后就留在各大城市。20 世纪以来，浙江学人在全国的影响面不小。有一个现象确实明确，

民国舞台上，浙籍学人确实数量不少，影响不小。从浙江来说，温州出了不少学人，特别是史家多，当年的杭大历史系，多数

是浙东人才。浙江中小学教育发达，为全国各地输送了大量学术人才。浙东教育发达，这是有传统的。 

单位等级化。城市又集中于大学与研究院。大学，成为各地学术文化中心。大学与研究院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高地。离开

大学或研究院，难成大才。近代中国最优秀的学术人才，都居大城市名校之中。名校的竞争，让其人才不断往上走，从而有机

会成为最优秀的人才。 

人才等级化。因在不同城市不同单位，而导致学术水平的不同。宝塔效应更明显，县以下区域、非高校人才，完全难成大

器。如果不在某城市的文化高地工作，没有好的平台，难以在学术上做出大的贡献，取得高水平学术成就。学术的高水平是在

高平台竞争中产生的。能适应高平台竞争的，都是优秀人才。在全国性平台竞争成功者，都是最优秀的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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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人在城化。20世纪前，中国的文化中心在乡村。20世纪以来，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城市。在新中国户籍制度影响下，人才

普遍在地化，尤其是在城化，直接在不同城市落户。城市中的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，城市史实际是移民史，城市主要是由

移民构成的大社区。这样的结果，浙地人才出现四散化现象，近代浙学人才遍布全国，有了第二故乡。他们有了双重身份，籍

贯是浙江，但居住在其他城市，户籍也属所在城市。外界之人更往往将之当作所在城市与所在大学的学人。只有故乡之人，经

常会提及其籍贯。 

可以说，20 世纪中国教育与学术出现了城市化与学院化现象。基础教育发达与学术研究发达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由于以

上诸多等级化，导致同样的学人，留在本地与到外地谋发展，其学术成就完全不相同的现象。温州有“回头鹿”与“外面鹿”

现象。在外面的人才发展空间大，而留在温州的人才发展空间相对较小。从空间上，温州偏处东南一隅，学术不发达。这个原

理也可用于全浙江学人。 

2.民国以后的现代浙学如何研究 

20 世纪以来的近代学术研究，在中国各地大流动背景下，不再谈地域，而谈人物与学派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如何再关注地域，

这是值得思考的。我们考虑更多的是浙籍因素，思考浙籍学人成功背后的浙江文化因素，思考浙籍学人在全国各地的成人与贡

献情况。 

现代浙学的内涵与外延，按传统的思维，至少包括两大部分，一是本地的浙学，二是外地的浙籍学人学术研究。两者相比，

后者数量远远超越前者。如此，20 世纪以来的浙学与周边，成为了人才的互相流通与学术的互相影响。浙籍人才向全国各地流

通，同时，全国各地的人才也向浙江迁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术得以互相影响。 

要研究现代浙籍名家，得梳理出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浙籍名人名单，然后加以谱系性的建构。同时，也要对浙江本地工作

的学人名单加以梳理。目前，民国时期的浙籍学人，尚处于独立个人研究阶段。新中国的浙籍学人，则处于发展之中，信息分

散，尚未进入研究视野。由此可知，以现代浙学为名的谱系建构工作，尚未提上议事日程。 

近 20年来，笔者一直关注晚清与民国的浙学研究。20世纪以来的浙学研究，应成为浙学的全新增长点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突

破浙学研究的瓶颈。浙学研究，不能停留于传统浙学，必须向现代浙学推进。这样，浙学研究也才能更好地服务当下浙学的建

设。 

三、以温州史家董朴垞为例的研究 

在现代学术中，浙地学人是如何在全国各地活动的？又是如何在浙江本地活动的？这些是值得思考的。拟通过尚未进入学

术界研究视野的温州学人董朴垞的研究，一窥民国浙学研究之全貌。 

董朴垞(1902-1981)，温州瑞安人。1931 年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，长期在厦门、杭州、温州的中学任教，1962

年以浙江化工学院老师身份退休。(4)通过董朴垞的初步研究，可以让我们了解民国教育与学术的一些全新现象。 

1.教育的转型。 

古代中国的教育是科举教育，须经官学的训练，才能通过科举考试入仕。1905 年以后，洋学堂成为主流。1912年进入民国

时期，大学成为主流现象，学历的重要性凸显，学历成为读书人的全新追求。1922 年，瑞安中学毕业后，董朴垞负笈杭城，考

入浙江工专，由于专业与个性爱好不合，转学法政。1924 年，后因病辍学，未能完成大学教育。除了正规教育，始终存在自学

成才之路。如孙诒让一直未考上进士，但在父亲的引导下，自学成才，成为大家。董朴垞与孙诒让相比，家境差多了，但喜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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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书治学，精神有相通之处。正规大学虽然未完成，但1925年始，他有机会给退休回到瑞安城中的洋状元、财政部次长项骧儿

子当家庭老师。四年半的家教经历，让他有时间自学旧学。1929 年，他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，孙诒让私淑弟子的身份显然

成为加分项，深得所长陈垣先生的认可。 

2.南北的交流。 

到什么地方，跟谁在一起，是决定一个学人成才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。近代以后，人才间的交往全国化。瑞安大儒孙诒让

引导他走上学术之路；与项骧的交往，让董朴垞心中有了一个北京梦。偶然的燕京大学招生广告，引导他来到北京，从而得以

亲承陈垣、顾颉刚、张尔田的教导，这大大提升了董朴垞的眼光与学识。此外，同乡圈朋友也给他很大帮助。民国时期，温州

人才济济，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的温州籍著名学人夏鼐、周予同、孙孟晋、王季思、宋慈抱、夏承焘、孙正容、戴家祥、张慕骞

均与他有交往，肯定他辛苦治史。 

3.由国学而史学。 

民国学术总体特点是处于由国学而西学转型、由综合而专题转型期。虽然当时几所大学如清华、燕京、齐鲁、厦门均创办

国学所，但实际上仍以专攻为主。这也说明，精通四部的难度较大。在国学向西学转型中，董朴垞较早地实现了转型，专攻史

学。孙诒让擅长国学，他则擅长史学，这是他们不同之处。专攻史学，显然与导师影响有关。国学所的陈垣、张尔田、顾颉刚

诸教授均擅长史学。此外，他受梁启超史学的影响相当大。这说明，现代专门学术对他的影响仍很大。不过，在写作上，他仍

是传统的著书概念，而不是近代专题研究，说明他没有完全完成转型。由此证明了问题训练的重要性。科学探索是一种未知探

索，问题是照亮未知黑暗的灯光，科学家思维是从问题入手的。面对眼前的未知黑暗，须靠问题之灯来照亮。有了问题之灯，

人就会循着光线，一步步向前，层层追问下去，从而寻找到全新目标。问题意识弱，是传统学术的特点。当然，董朴垞也不是

说完全没有问题意识，至少会找选题、找材料，他存在的短板是专题分析的深度不足。三年研究生是严格的科班训练关键期。

董朴垞存在的问题，可能是读研究生时间过短、训练不足所致，才读了一年半。不过，当时的中国学术整体环境也处于转型之

中，没有完全实现转型，当时不少大学老师们也是如此。中国学术的真正起步是 80年代以后的事，寿命长的人学术不断进展，

而董朴垞则在 1981年就退出了舞台。所以，不能用 80年代以来的科研水平要求 30年代的中国学术研究刚起步阶段的学人。 

4.工作平台对人的影响。 

研究生教育，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人的研究方向与选题，培养出人的研究精神与能力。研究生毕业以后，他不太适应北方的

生活，最终他选择了南归。董朴垞进入了中学工作。这份工作是朋友、复旦教授周予同帮忙的结果。后来，遇到抗战与国内战

争，越发困难。最后，连杭州也留不住，只能回归老家温州工作。1950 年以后，又遇上民国文史人员全员下岗、重新改造思想

才可就职潮，董朴垞多少也受到影响，原来是高中国文老师，后来成为初中国文老师；原来是全职，后来一度半职。直到 1956

年，情况才有好转，得以在部属杭州化工学校任教。又遇到 1958 年高校下乡潮，他到了衢州化工学校任教。到 1962 年学校改

为浙江化工学院时，他也退休了。董朴垞的可贵之处是，即使当了中学老师，仍执着于自己的研究方向与选题。不过，大学与

中学的不同，乱世与治世的不同，所在城市的不同，均会对其学术产生影响。在中学治史，没有大学那样的学术环境，有其局

限性。中学是基础教育阶段，层次太低，不可能培养出弟子群，故董朴垞没有学术传人。所在城市，对学人的研究视野的关注

有影响。乱世，让他居无定所，也影响其学术研究。董朴垞如果留在北京、上海高校任职，学术地位当更高。期间有两次找陈

垣先生帮忙，然后终因方言与专题研究不足的限制，无法进北京的高校或研究所任职。他的主要学术资源在北京，北京的老师

帮不上忙，无法在北京工作，自然难得大名，成为最优秀的学者。 

5.执着的学术追求。 

1929-1931 年燕京大学国学所研究生班毕业的白寿彝、班书阁、张长弓、牟润孙、董朴垞五位研究生，后来均成为名家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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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四位同学，多数在大学任教，中学任教是短期的事。相对说来，董朴垞担任中学国文老师长，大学教育时间短。不过，董朴

垞一直保留了对科研兴趣与追求。1962 年至 1981 年，退休 20 年，让他得完成作品的整理与研究。董氏的学术周期长，前后有

近 60 年时间。夏鼐称他“白头穷史，著作等身”，史学成就实不逊色，惜因著作多未刊刻而不为当今学界所知。他有《中国史

学史长编》《瑞安孙诒让学记》《中国正史编纂法》《中国史学史初稿》《俞曲园(樾)年谱》《王忠愨(国维)著述系年》《民国史稿》

等学术专著，又有日记、文集等，共 20种，现存 17种，笔者将之编为《董朴垞全集》，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 

四、小结：何以要高扬浙学旗号？ 

今日为什么要再谈浙学？今日重谈浙学有什么现实意义？时代之问，来源于时代之需。当下中国正处于文化再建构的时代。

在“文化浙江”建设活动走在全国前沿的时代，这种学科意义上的、包涵全浙江的“浙学”概念，显然更受地方领导与人民的

欢迎。近年，浙江省社科联要想打“浙学”旗帜，将之当作浙江社科的品牌来建设，显然是借助海内外学术界认可的浙东学术、

浙东学派品牌，以“亮点”带动“凡点”，推动整个浙江学术文化研究的发展。这是从浙江社科角度作出的战略思考，有提升浙

江社科研究之意，想借此提升浙江学人在全国的位置与影响力。“传统浙学”和“现代浙学”，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“浙学”，成

为浙江的文脉，同时也将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上的一大亮点。 

注释： 

1钱茂伟：《论浙学、浙东学术、浙东史学、浙东学派的概念嬗变》，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08 年第 11期。 

2朱仲玉：《试论金华学派的形成、学术特色及历史贡献》，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》1989 年第 4期。 

3张涌泉等：《新时代的浙学》，《光明日报》2017 年 11 月 11 日。 

4有关董朴垞的生平，详见董朴垞《朴垞自订年谱》，董氏后裔藏手稿。 


